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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江三角洲第一硬质黏土层成因是长期争论的问题。 对上海市青浦区第一硬质黏土层全样粒度多元统计分析，并与南

京周家山下蜀黄土、长江悬浮颗粒物对比，探索长江三角洲第一硬质黏土层成因。 第一硬质黏土层机械颗粒组成均一，频率曲线

呈正偏态、中等或尖锐峰形的双峰分布，频率累积曲线呈“Ｓ”型分布，具有风成沉积特性。 粒度特征分析为沉积环境判别提供沉

积学证据时，综合运用多元统计分析可以使分析结果更准确。 聚类分析将硬黏土与典型风成沉积物下蜀黄土粒度分布归为一

类，长江悬浮颗粒物单独为一类，表明硬黏土与下蜀黄土成因一致。 下蜀黄土与长江悬浮颗粒物粒度参数判别函数，将绝大部分

硬黏土样品判定为风成沉积。 粒级—标准偏差曲线结合现代风场，显示硬黏土粒度特征存在高空西风和低空西北季风两个主控

因子。 表明长江三角洲第一硬质黏土层是由西风和西北季风控制的风成成因堆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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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长江三角洲东部平原区，全新世沉积物之下的基

底为一层暗绿色、黄绿色或黄褐色的硬质黏土，在地

层划分上归属于晚更新统的上段，其厚度一般在几米

至 １０ 余米［１］。 由于该地层在平原地区工程地质实际

应用中常被利用作为中、高层建筑的桩基持力层，为
第四纪地层划分的重要标志层，因而在理论研究和经

济应用中均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以来，国内许多学者从地层分布［１⁃３］、形成年代［４］、成
因［５⁃６］、古土壤特征［７］、古气候与古环境［８］ 等角度对

硬黏土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然而，第一硬质黏土

层成因问题一直存在风成与水成的争议。 水成说包

括河流成因［７］、河湖成因［９］、湖沼成因［１０］；风成说主

要包括郑祥民等［２］提出的第一硬质黏土层为下蜀黄

土向东延伸的埋藏风尘堆积以及于洪军等［１１⁃１２］ 提出

的硬黏土是陆架沙漠化的产物。
沉积物粒度是分析沉积环境、沉积及搬运过程和

搬运机制的重要参量。 未知与已知沉积环境沉积物

对比分析，是沉积相分析的常用方法［１３⁃１６］。 聚类分

析和判别分析都是研究样品分类问题的一种多元统

计分析方法。 粒度聚类分析主要集中在水域表层沉

积物及沉积环境划分上［１７⁃２０］，风尘沉积研究中较为

少见。 沉积环境判别分析是通过建立多种已知沉积

环境沉积物之间粒度参数综合判别公式［１６，２１］，计算

参数值推断待判沉积物的沉积环境。 张平等［２１］ 通过

建立稳定湖相沉积物和风成黄土粒度判别函数，成功

应用在兰州黄土、岱海湖相沉积物、罗布泊沉积物沉

积环境判别上。 杨立辉等［１６］通过建立河漫滩相沉积

与风成沉积粒度判别函数，在第四纪红土成因判别上

效果显著。 综合利用沉积学和统计学方法，可以使沉

积环境分析结果更准确。
中国黄土的研究已取得了系列的研究成果，但也

有许多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例如中

国第四纪黄土地层分布范围的东界到底在哪里？ 下

蜀黄土的同期风尘黄土在长江三角洲东部平原地区

是否仍有分布？ 而长江三角洲东部平原晚更新世晚

期硬质黏土层又是怎样的一次事件形成的？ 硬质黏

土层成因探讨可以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因此，本
文在第一硬质黏土层粒度特征分析的基础上，与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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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成黄土和长江悬浮颗粒物对比分析、多元统计分

析，探讨硬质黏土层沉积环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品采集

大量钻孔资料［１］揭示了第一硬黏土层在长江三

角洲东部平原区地层分布与埋深情况。 本研究钻孔

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上海市青浦区（３１°１１′１３″Ｎ，
１２１°１６′２″Ｅ），具体位置见图 １。 野外钻孔取样，取得

２５～２７ ｍ 深处硬质黏土岩芯总长约 ２ ｍ，根据颜色、
质地、结核分布等特征将岩芯分三层详细描述，具体

见表 １。 室内分样间距为 ２ ｃｍ，共获得样品 １００ 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在南通滨江公园滨江观景台收集长

江水，实验室抽滤、低温烘干，获得长江悬浮颗粒物样

品 ２５ 个。
１．２　 实验方法

硬黏土与悬浮颗粒物样品粒度测试在华东师范

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完成。 称取样品约 ０．１ ｇ 于 ５０ ｍＬ
烧杯中，加入 １０ ｍＬ 浓度 １０％的过氧化氢，加热蒸发

至少量溶液，冷却后加入 １０ ｍＬ 浓度为 １０％的稀盐

酸充分反应；烧杯中注满蒸馏水，并静置一夜。 粒度

测试前，去除上层液，加入 １０ ｍＬ 浓度为 ０．０５ ｍｏｌ ／ Ｌ
的六偏磷酸钠，超声振荡 １０ ｍｉｎ。 样品在英国生产的

Ｍａｓｔｅｒｓｉｚｅｒ ２０００ 激光粒度仪上测量，粒度测量范围为

０．０２～２ ０００ μｍ，重复测量误差＜２％。 周家山下蜀黄

土样品粒度前处理及实验仪器均与本研究相同。

图 １　 中国冬季（１２ 月、１ 月、２ 月）５００ ｈＰａ 和 １ ０００ ｈＰａ 风场图及采样点分布图

风场基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ＮＣＥＰ ／ ＲＣＡＲ 再分析数据；蓝色间断箭头线为 １ ０００ ｈＰａ 风场指示冬季风；红色连续箭头线为 ５００ ｈＰａ 风场指示西

风；黑色实心圆为青浦位置；红色实心圆为长江悬浮颗粒物采样位置；黑色空心圆为周家山位置

Ｆｉｇ．１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ｎｔｅ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ｍｅａｎ ５００ ｈＰａ ａｎｄ １ ０００ ｈＰａ ｗｉｎｄ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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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岩芯记录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ｅ
层号 深度 ／ ｃｍ 野外描述

① ２ ５００～２ ５４０ 深褐色黏土。 顶部见贝壳碎屑，含少量白斑，见铁锰结核、小结核，质地均一，无层理。

② ２ ５４０～２ ６５０
２ ５４０～２ ５６２ ｃｍ 为灰黑色粉质黏土，黄褐色铁锰侵染斑体增多，见钙质结核。 ２ ５６２～２ ６５０ ｃｍ 为灰色，
夹大量铁锈浸染斑痕。 本层颜色变化明显，见黄色锈斑和少量黑色植物根榍。

③ ２ ６５０～２ ７００ 灰黄相间的粉质黏土，黄色侵染斑大量增加，黑色腐殖质增多，且沿垂直方向呈条带状分布。

１．３　 数据分析方法

硬黏土、下蜀黄土和长江悬浮颗粒物样品粒度参

数均运用 Ｇｒａｄｉｓｔａｔ 软件中矩值法计算得到。
１．３．１　 对数比分析

粒度分布是自然创作的结果，在数学上定义为所

有粒级占恒定总体（１ 或 １００）的权重［２２⁃２３］。 粒级含

量数据集分布在一个不开放的数据空间（大于等于 ０
且小于等于 １００），而多元和大多数双变量统计分析

（例如皮尔森相关系数［２４］ ），需要在实数空间里面进

行分析。 中心—对数—比率转换（ｃｌｒ）由 Ａｉｔｃｈｉｓｏｎ［２２］

建立且能将粒度分布转换后使其接近实数空间。 具

体方法如下：
（１） 每一个粒度值（Ｘ ｉ，Ｘｍａｘ为 Ｘ ｉ最大值）除以各

自粒度分布几何平均数（ｇ（ＧＳＤ）），使单个粒度值相

对依赖其他粒级（恒定总数问题）最小化。
（２） 对数比率计算，去除相除后的不对称性（如

果 Ｘ ｉ＜ｇ（ＧＳＤ），比率在 ０ ～ １ 范围里面，如果 Ｘ ｉ ＞ｇ
（ＧＳＤ）比率在 １～Ｘｍａｘ ／ ｇ（ＧＳ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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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判别函数建立

以长江悬浮颗粒物代表水成环境，南京周家山下

蜀黄土代表风成环境，运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２２．０ 对两

组粒度参数进行 Ｆｉｓｈｅｒ 判别函数的建立［２５］。 建立过

程如下：
组均值相等的检验中四个粒度参数变量的组均

值均等性显著性概率均小于 ０．０５，说明纳入判别函数

的四个变量对正确判断分类都有作用，可以进行判别

分析。 协差阵相等的 Ｂｏｘ′ｓ Ｍ 检验中，Ｂｏｘ′ｓ Ｍ 统计

量值为 ２２５．６４８，远远大于 ０．０５，各类协方差矩阵相

等。 同时，Ｆ 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小于 ０．０５，表明判错

率极小。 判别函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λ 值为

０．０８２，卡方为 ２００．０５４，自由度为 ４，显著性概率为 ０，
判别函数有意义。 结构矩阵表示判别变量和标准化判

别函数之间的汇聚组间相关性，各变量和判别函数之

间的相关性由大到小依次是 Ｍｚ（０．６７６）、Ｋｇ （－０．５９７）、

Ｓｋ（－０．１６２）、Ｓｄ（－０．０７２）。 由给出的分类函数 １、２ 的

系数及常数项，可以得到两组函数 ｙ１和 ｙ２：
ｙ１ ＝ ６２１．６７６Ｍｚ＋９６８．５８９Ｓｄ＋１３６．１８０Ｓｋ

＋５５５．２２０Ｋｇ－３ ６４０．５２７ （２）
ｙ２ ＝ ６５７．７８３Ｍｚ＋９８４．５００Ｓｄ＋８２．０６３Ｓｋ

＋５９２．８９２Ｋｇ－３ ９９５．８５７ （３）
为了简化计算结果，（３）－（２）得：
Ｙ＝ ３６．１０７Ｍｚ ＋ １５．９１１Ｓｄ － ５４．１１７Ｓｋ ＋ ３７．６７２Ｋｇ －

３５５．３３ （４）
Ｙ 为判别参数，若 Ｙ＜０，则归为 １ 类，即风成沉

积；Ｙ＞０，则归为 ２ 类，即水成沉积。 为验证判别函数

可靠性，将已知沉积环境的镇江下蜀黄土四个粒度参

数代入判别函数，结果 １０７ 个镇江下蜀黄土［２６］ 全部

被判定为风成沉积，正确率 １００％，表明建立的判别

函数可靠。

２　 结果

２．１　 粒度特征分析

粒度各组分百分含量是风尘沉积研究中的常用

指标。 搬运动力大小、物源、沉积环境的变化均会引

起沉积物粗、细组分含量的变化。 测试中含有粒径＞
２５０ μｍ 颗粒的样品仅有 ２ 个；＞１００ μｍ 组分含量变

化于 ０～２．４３％之间，平均含量为 ０．３３％，含量非常低。
＞５０ μｍ 组分含量变化于 １．０２％ ～ １６．２１％之间，平均

含量为 ５．３７％，低于洛川黄土［２７］ 和下蜀黄土［１５］；其
中以极细砂（５０～１００ μｍ）为主，含量变化于 １．０２％ ～
１３．７８％之间，平均含量为 ５．０４％。 所有样品中粗粉砂

（１０～５０ μｍ）组分的含量最高，为众数粒组，变化于

４０．８１％～７２．５８％之间，平均含量为５２．８０％；细粉砂（５
～１０ μｍ）组分含量变化于 １１．３５％ ～ ３２．９０％之间，平
均含量为 １９．９０％。 黏粒（ ＜５ μｍ）组分含量变化于

９．４９％～３１．１４％之间，平均含量为２１．９３％，为次众数

粒组。
沉积物的粒度参数与形成环境及搬运动力条件

具有密切的关系［２１］，主要包括平均粒径（Ｍｚ）、分选

系数（Ｓｄ）、偏度（ Ｓｋ）和峰度（Ｋｇ）。 硬黏土平均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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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变化范围在 １１． ４７ ～ ２６． ９６ μｍ 之间，平均值为

１７．８２ μｍ；分选系数变化在 １．２２ ～ １．７８ 之间，平均

分选系数为 １．５３，分选差；偏度变化于 ０． １７ ～ １． ２７
之间，平均偏度值为 ０．５７，呈正偏态，总体细偏；峰
度变化范围为 ２．４７ ～ ５．０２，平均峰度值为 ２．９９，峰形

为中等或窄峰态。
沉积物粒度频率分布能直观反映其所包含的粒

度组分（单组分或多组分）信息［２８］。 图 ３ 显示第一硬

土层粒度频率分布呈单众数正态分布，变化范围集中

在 ０．３ ～ １００ μｍ 之间，众数值在 １０ ～ ３０ μｍ 附近，细
尾较长。 粒度累积曲线可以反映沉积物的搬运方式

及不同搬运方式下分选好坏［２９］。 图 ３ 显示第一硬黏

土层频率累积分布呈现“Ｓ”型，＜６３ μｍ 组分占绝对

优势，主要以悬浮搬运为主。 悬浮段内曲线呈标准的

二段式，两段截点在 ２ ～ ５ μｍ 之间。 截点之前，曲线

较平缓，分选较差；截点之后，曲线较陡，分选较好。
硬黏土整体粒度分布的一致性，表明其在单一的沉积

动力条件下形成。

图 ２　 上海青浦第一硬土层（ａ）、南京周家山下蜀黄土［２６］（ｂ）、长江悬浮颗粒物（ｃ）粒度参数变化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ｒｄ ｃｌａｙ ｉｎ Ｑｉｎｇｐｕ，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Ｘｉａｓｈｕ ｌｏｅｓｓ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图 ３　 上海青浦第一硬土层、南京周家山下蜀黄土［２６］频率分布曲线（Ａ）和频率累积曲线（Ｂ）
Ｆｉｇ．３　 （Ａ）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ｒｄ ｃｌａｙ ａｎｄ Ｘｉａｓｈｕ ｌｏ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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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多元统计分析

２．２．１　 聚类分析

运用对数比分析公式（公式（１））对硬黏土、下蜀

土、长江悬浮颗粒物粒度频率分布数据再计算，结果

以热图形式呈现。 热图（图 ４ 左）显示 ｃｌｒ 转换后典

型风成沉积下蜀黄土与长江悬浮颗粒物粒度分布存

在较大差异，表明 ｃｌｒ 转换满足多元统计分析条件的

且不改变原始粒度分布特征。 同时，ｃｌｒ 转换放大了

这一差异，表现为长江悬浮颗粒物粒度峰值明显偏离

下蜀黄土，且细粒组分含量更多。
为排除人为分类的主观性，以皮尔森距离代表相

似测度，平均距离法对不同沉积物粒度聚类分析。 聚

类分析龙骨图（图 ４ 右）直观地显示聚类的过程，从
图上可以清楚看出各样品的归属。 聚类分析将下蜀

黄土和长江悬浮颗粒物归为不同的类别，表明粒度分

布聚类分析结果可信。 最终，聚类分析将硬黏土与下

蜀黄土归为一类，而长江悬浮颗粒物单独为一类。
２．２．２　 Ｆｉｓｈｅｒ 判别分析

判别分析不同于聚类分析，它是在已知观测样本

的特征变量和分类结果的情况下，建立判别函数，并

利用判别函数对新观测对象进行分类。 一般不同沉

积环境沉积物的粒度参数不完全一致，综合利用四个

粒度参数来判别沉积物沉积环境更可靠，前人［１６，２１］

在粒度判别分析中也都选择这四个变量。 将硬黏土

粒度参数代入公式（４），计算结果（图 ５）显示第一硬

土层绝大部分样品判别值 Ｙ 为负，极小部分样品的

判别值 Ｙ 为正。
２．２．３　 粒级—标准偏差曲线

整个沉积序列所包含的粒度组分并不都在单个

样品中表现为明显的组分峰值（众数），所以从单个

样品的粒度频率曲线上很难确定沉积物总体所包含

的粒度组分个数［２８］。 利用柱样中所有粒度数据进行

粒级—标准偏差计算可以获得每个粒级组分的标准

偏差随粒级组分的变化，若为“多峰分布”，则表明沉

积物粒度受多因素控制［３０］。 如图 ６ 所示，硬黏土和

下蜀黄土均具有两个明显的标准偏差峰。 硬黏土的

两个标准偏差峰值分别出现在 ７． ９６２ １ μｍ 和

３５．５６５ ６ μｍ，所对应的粒度组分范围分别为 ０．３５５ ７
～１５．８８６ ６ μｍ，１５．８８６ ６ ～ ２５１．７８５ １ μｍ。 下蜀黄土

的两个标准偏差峰值分别出现在 ７ ． ９ ６ ２ １ μｍ和

图 ４　 青浦硬黏土、南京周家山下蜀黄土［２６］ 、长江悬浮颗粒物粒度分布（ｃｌｒ 变换后）热图与聚类分析龙骨图

Ｆｉｇ．４　 Ｈｅａｔ ｍａｐ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ｌｏｇ⁃ｒａｔｉｏ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ｒｄ ｃｌａｙ，
Ｘｉａｓｈｕ ｌｏｅｓｓ，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Ｋｉｅ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ｉａｇｒ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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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上海青浦第一硬土层样品的判别参数

Ｆｉｇ．５　 Ｙ⁃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ｒｄ ｃｌａｙ， Ｑｉｎｇｐｕ，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图 ６　 上海青浦第一硬土层和下蜀黄土［２５］粒级

—标准偏差曲线

Ｆｉｇ．６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ｒｄ ｃｌａｙ ｉｎ Ｑｉｎｇｐｕ，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４４．７７４ ４ μｍ，所对应的粒度组分范围分别为 ０．３１７ ０
～１５．８８６ ６ μｍ，１５．８８６ ６～５０２．３７７ ３ μｍ。

３　 讨论

根据长江三角洲东部平原区一些钻孔资料的

ＯＳＬ、１４Ｃ 测年结果［２⁃４，９，３１］表明，第一硬质黏土层是形

成于 ２５～１２ ｋａ Ｂ．Ｐ．的陆相沉积物。 郑祥民在野外地

层延伸追踪调查中已经发现并证实，分布在长江三角

洲西部丘陵区的下蜀黄土与分布在长江三角洲东部

平原区硬质黏土地层为同一连续延伸分布地层。 这

一工作为硬质黏土层粒度特征对比，提供了依据。 一

般来说，单一物源的风尘堆积物随搬运距离的增加，
分选性变好。 周家山下蜀黄土［２６］ 平均分选系数为

１．６７，上海地区大气降尘［３２］ 为 １．５９，硬黏土为 １．５３，
表明硬黏土经历了较长的搬运距离。 钱鹏等［３３］ 通过

研究上海地区沙尘暴天气大气颗粒物的地球化学元

素发现，沙尘暴样品的物质来源有西北内陆地区的贡

献，佐证了粉尘长距离搬运。 粗粉砂是中国北方黄土

的基本粒组，最易活动和被风搬运，硬黏土粒度在该

组分中含量最高与马兰黄土一致。 图 ３ 显示硬黏土

粒度分布特征与风尘沉积物下蜀黄土非常相似。 以

上表明硬黏土具有风成沉积特性。
搬运介质的动力大小和搬运方式是决定沉积物

粒度组成的两个基本因子，同一搬运方式及一定动力

分布的流体下，搬运的沉物质的粒度总体是单因子随

机事件的集合，其数字特征服从自然界的某种分

布［３４］。 不同沉积物研究结果［３４］ 表明，河流沉积物、
封闭湖泊碎屑沉积物、风成砂、黄土，这些不同沉积环

境的沉积物具有不同的粒度分布，因此可以通过不同

沉积物粒度分布之间的比较，辨别沉积物的沉积环

境。 若单独研究粒度分布上某一组分的含量、含量变

化及其指示搬运介质动力大小变化，粒度组分数学上

的分离是有效的［３５］。 而沉积物成因判别时，需分析

所有组分，所以聚类分析时以单个沉积物粒度频率分

布为子样本。 粒度分布的聚类分析将硬黏土和周家

山下蜀黄土归为一类，长江悬浮颗粒物单独为一类，
表明硬黏土与典型风成沉积下蜀黄土成因相同。

Ｓａｈｕ［３６］首先将判别分析用于粗碎屑沉积物上，
采样只限于砾石、沙、粉沙等碎屑物质，而硬质黏土层

粒度组成均一，所有样品质地均为黏土质粉砂，平均

粒径较细，因此本文不采用萨胡判别公式。 粒度判别

分析是基于假定碎屑沉积物的粒度能反映介质的流

动性（黏度）和沉积位置（环境）的能量大小［３７］。 长

江三角洲东部平原西部紧邻下蜀黄土沉积区，以南

京、镇江发育最为典型，杨立辉等［１６］ 在建立粒度判别

函数时也将下蜀黄土作为典型风成沉积端元。 从硬

质黏土层分布位置北部长江河段直接收集水成悬浮

颗粒物，确保水成成因且不受沉积后期其他因素干

扰，采集时间跨度长可反映多种水动力条件。 已有粒

度判别公式（表 ２）对长江悬浮颗粒物的验证结果表

明样品粒度能够反映水成特性。 下蜀黄土和长江悬

浮颗粒物粒度参数判别函数对硬黏土的判别结果显

示，硬黏土主体为风成沉积，部分样品被判定为水成

成因。 判别分类是一种概率分类，仅把错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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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水成悬浮颗粒物的验证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公式名称 样品名称 样品总数 实际类别
判别结果

风成 水成

正确率

／ ％
稳定湖相沉积物和风成黄土粒度判别函数 长江悬浮颗粒物 ２５ 水成 ０ ２５ １００
河漫滩相沉积与风成沉积粒度判别函数 长江悬浮颗粒物 ２５ 水成 ９ １６ ６４

抑制到最低限度，实际判错的原因可能受其他因素的

干扰。 结合长江三角洲沉积环境演化［３８⁃４０］，硬黏土

上部可能受全新世海侵作用的影响，下部可能受地下

水作用的影响，从而部分样品被判定为水成成因。
　 　 粒级—标准偏差曲线（图 ６）可以看出硬黏土和

下蜀黄土都是明显的“双峰分布”，且细峰值一致，粗
峰值接近，粗细组分的粒度分布相似，表明二者存在

两种主控因子。 现代冬季风场数据（图 １）和上海地

区降尘、大气颗粒物的研究表明，现代气候条件下上

海地区受高空西风和低空西北季风的影响。 综合上

述的分析，认为长江三角洲第一硬质黏土层与下蜀黄

土一样由西风和西北季风控制的风成成因堆积物。

４　 结论

（１） 第一硬质黏土层粒度组成以粉砂为主，黏粒

次之，砂粒含量最少，整个硬黏土层粒度组成均一。
平均粒径变化范围在 １１．４７ ～ ２６．９６ μｍ 之间，平均值

为 １７．８２ μｍ；平均分选系数为 １．５３，分选差。 粒度频

率分布呈正偏态，中等或尖锐峰形的单众数双峰分

布；频率累积分布呈“Ｓ”型分布的特征。 硬黏土粒度

特征与下蜀黄土相似，具有风尘沉积特性。
（２） 本文建立的风成沉积与水成颗粒物粒度判

别公式有效，为沉积物成因研究提供了定量化的途径。
粒度分布聚类分析的成因探讨，不同于以往的海洋表

层沉积物沉积区域划分，为聚类分析在沉积学研究中

提供新的思路。 沉积物成因研究中粒度特征分析提供

沉积学证据时，合理综合运用多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可以避免人为判断的主观性，使分析结果更准确。
（３） 聚类分析将硬黏土与典型风成沉积物下蜀

黄土粒度分布归为一类，长江悬浮颗粒物单独为一

类，表明硬黏土与下蜀黄土成因相同。 粒度参数判别

分析，将绝大部分硬黏土样品判定为风成成因，部分

样品受到海侵作用、地下水作用的干扰。 结合现代冬

季风场与粒级—标准偏差曲线，我们认为长江三角洲

第一硬质黏土层与下蜀黄土一样由西风和西北季风

控制的风成成因堆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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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Ｊ］ ． 第四纪研究，１９９５，１５（ ３）：２５８⁃２６６． ［ Ｚｈ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ｍｉｎ，
Ｙａｎ Ｑｉｎｓｈａｎｇ． Ａｅｏｌｉａｎ ｌｏｅｓｓ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ｇｌａｃｉ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ｌ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Ｄｅｌｔａ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Ｊ］ ．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９５， １５（３）： ２５８⁃２６６．］

［３］ 　 陈报章，李从先，业治铮． 长江三角洲北翼全新统底界和“硬粘

土层”的讨论［Ｊ］ ．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１９９１，１１（２）：３７⁃４６．
［Ｃｈｅｎ Ｂａｏｚｈａｎｇ， Ｌｉ Ｃｏｎｇｘｉａｎ， Ｙｅ Ｚｈｉｚｈｅｎｇ．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ａｎｄ “ Ｈａｒｄ Ｃｌａｙ Ｂａｎｄ ”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ｆｌａｎ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Ｊ］ ．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１， １１（２）： ３７⁃４６．］

［４］ 　 梁丽，师育新，戴雪荣，等． 苏州澄湖湖底硬粘土地球化学特征

及其成因意义［ Ｊ］ ． 地球与环境，２０１０，３８（４）：４４９⁃４５５． ［ Ｌｉａｎｇ
Ｌｉ， Ｓｈｉ Ｙｕｘｉｎ， Ｄａｉ Ｘｕｅｒ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ａｒｄ ｃｌ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ｈｕ Ｌａｋｅ （Ｓｕ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０， ３８
（４）： ４４９⁃４５５．］

［５］ 　 郑祥民，俞立中． 上海地区晚更新世晚期暗绿色硬土层风积黄

土成因说［Ｊ］ ． 上海地质，１９９１（２）：１３⁃２１． ［Ｚｈ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ｍｉｎ， Ｙｕ
Ｌｉｚｈｏｎｇ． Ａｅｏｌｉａ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ｄａｒｋ⁃ｇｒｅｅｎ ｈａｒｄ ｃｌａｙ ａｓ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ａ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ｒｅｇｉｏｎ ［ Ｊ］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１
（２）： １３⁃２１．］

［６］ 　 陈庆强，李从先． 长江三角洲地区晚更新世硬粘土层成因研究

［Ｊ］ ． 地理科学，１９９８，１８（１）：５３⁃５７． ［Ｃｈｅｎ Ｑｉｎｇｑｉａｎｇ， Ｌｉ Ｃｏｎｇｘ⁃
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 ｓｔｉｆｆ ｃｌａｙｓ ａｔ ｔｈｅ Ｙａｎ⁃
ｇｔｚｅ Ｄｅｌｔａ［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１９９８， １８（１）： ５３⁃５７．］

［７］ 　 陈庆强，孙和平，李从先． 长江三角洲南翼晚更新世古土壤及其

成土环境 ［ Ｊ］ ． 同济大学学报， １９９６， ２４ （ １）： ３３⁃３７． ［ Ｃｈｅｎ
Ｑｉｎｇｑｉａｎｇ， Ｓｕｎ Ｈｅｐｉｎｇ， Ｌｉ Ｃｏｎｇｘｉａｎ． Ｌａｔｅ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 ｐａｌｅｏｓｏｌｓ
ａｎｄ ｓｏｉｌ⁃ｆｏｒｍ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ｆｌａｎｋ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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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Ｑｉｎ Ｊ Ｇ， Ｗｕ Ｇ Ｘ， Ｚｈｅｎｇ Ｈ Ｂ，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ａｌｙ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ｒｄ Ｃｌａｙ Ｌａｙｅｒ （Ｌａｔｅ 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ｄｅｌｔａ， Ｃｈｉｎａ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ａｌ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ｙ ａｎｄ Ｐａｌｙ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１４９（ １ ／ ２）：
６３⁃７２．

［９］ 　 竹淑贞，陈业裕，孙永福，等． 上海地区第四纪地层与古气候

［Ｊ］ ． 科学通报， １９８０， ２５ （ ５）： ２２０⁃２２３． ［ Ｚｈｕ Ｓｈｕｚｈｅｎ， Ｃｈｅｎ
Ｙｅｙｕ， Ｓｕｎ Ｙｏｎｇｆｕ， ｅｔ ａｌ．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ａ ａｎｄ 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ｒｅｇｉｏｎ［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９８０， ２５（５）： ２２０⁃
２２３．］

［１０］ 　 冯铭章． 关于长江三角洲地区浅部硬土层［ Ｊ］ ． 上海地质，１９８０
（２）：４４⁃４５． ［ Ｆｅｎｇ 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Ｈａｒｄ ｃｌａｙ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Ｄｅｌｔａ［ Ｊ］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０（２）： ４４⁃４５．］

［１１］ 　 于洪军，刘敬圃． 中国陆架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Ｊ］ ．
地球科学进展，１９９５，１０（６）：５３１⁃５３６． ［Ｙｕ Ｈｏｎｇｊｕｎ， Ｌｉｕ Ｊｉｎｇｐ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ｓｈｅｌｆ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Ｊ］ ． Ａｄ⁃
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９５， １０（６）： ５３１⁃５３６．］

［１２］ 　 于洪军． 中国东部陆架黄土成因的新探索［ Ｊ］ ． 第四纪研究，
１９９９，１９（４）：３６６⁃３７２． ［Ｙｕ Ｈｏｎｇｊｕｎ． Ａ ｎｅｗ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ｒ⁃
ｉｇｉｎ ｏｆ ｌｏ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ｅｌｆ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ｓ［Ｊ］ ． Ｑｕａｔｅｒ⁃
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９９， １９（４）： ３６６⁃３７２．］

［１３］ 　 乔彦松，郭正堂，郝青振，等． 中新世黄土—古土壤序列的粒度

特征及其对成因的指示意义［Ｊ］ ． 中国科学（Ｄ 辑）：地球科学，
２００６，３６ （ ７）： ６４６⁃６５３． ［ Ｑｉａｏ Ｙａｎｓｏｎｇ， Ｇｕｏ Ｚｈｅｎｇｔａｎｇ， Ｈａｏ
Ｑｉｎｇｚ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ａ Ｍｉｏｃｅｎｅ ｌｏｅｓｓ⁃ｓｏｉｌ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 ａｔ Ｑｉｎａ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 ［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ｒｉ．Ｄ）：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６， ３６（７）： ６４６⁃６５３．］

［１４］ 　 刘进峰，郭正堂，乔彦松，等． 秦安中新世黄土—古土壤序列石

英颗粒形态特征、粒度分布及其对成因的指示意义［ Ｊ］ ． 科学

通报，２００５，５０（２４）：２８０６⁃２８０９． ［ Ｌｉｕ Ｊｉｎｆｅｎｇ， Ｇｕｏ Ｚｈｅｎｇｔａｎｇ，
Ｑｉａｏ Ｙａｎ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ｏｌｉａｎ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ｏｃｅｎｅ ｌｏｅｓｓ⁃ｓｏｉｌ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 ａｔ Ｑｉｎ’ 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ｑｕａｒｔｚ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ｔｚ ｇｒａｉｎ⁃ｓｉｚｅ［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０５， ５０（２４）：
２８０６⁃２８０９．］

［１５］ 　 Ｇｕａｎ Ｈ Ｃ， Ｚｈｕ Ｃ， Ｚｈｕ Ｔ Ｘ， ｅｔ 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
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ｏｈｕ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ｐａｌａ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６， １１７： １７０⁃
１８３．

［１６］ 　 杨立辉，叶玮，郑祥民，等． 河漫滩相沉积与风成沉积粒度判别

函数的建立及在红土中应用［ Ｊ］ ． 地理研究，２０１４，３３（ １０）：
１８４８⁃１８５６． ［Ｙａｎｇ Ｌｉｈｕｉ， Ｙｅ Ｗｅｉ， Ｚｈ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ｍｉｎ，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ｐｌ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ｅｏｌｉａｎ ｓｅｄｉ⁃
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ｒｅｄ ｃｌａｙ［Ｊ］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
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 ３３（１０）： １８４８⁃１８５６．］

［１７］ 　 田姗姗，张富元，阎丽妮，等． 东海西南陆架表层沉积物粒度分

布特征［Ｊ］ ．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２００９，２９（５）：１３⁃２０． ［Ｔｉａｎ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Ｆｕｙｕａｎ， Ｙａｎ Ｌｉｎｉ，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ｈｅ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Ｊ］ ．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 ２９（５）： １３⁃２０．］

［１８］ 　 李东义，徐勇航，王爱军，等． 福建安海湾表层沉积物粒度特征

及其现代沉积过程分析［ Ｊ］ ． 沉积学报，２０１５，３３（４）：７２４⁃７３４．
［Ｌｉ Ｄｏｎｇｙｉ， Ｘｕ Ｙｏｎｇｈ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Ａｉ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ｎｈａｉ Ｇｕｌｆ［ Ｊ］ ．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５， ３３
（４）： ７２４⁃７３４．］

［１９］ 　 张盼，吴建政，胡日军，等． 莱州湾西南部表层沉积物粒度分布

特征及其现代沉积环境分区［Ｊ］ ． 海洋地质前沿，２０１４，３０（９）：
１１⁃１７． ［Ｚｈａｎｇ Ｐａｎ， Ｗｕ Ｊｉａｎｚｈｅｎｇ， Ｈｕ Ｒｉ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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